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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德判断的本质和发展问题是道德研究的基本问题。以柯尔伯格为代表的理

性主义主张推理是道德判断的核心，而以海特为代表的社会直觉主义则提出“直觉在先、

推理在后”的道德判断理论。研究发现，这两种理论在道德判断的来源、基础、过程等

方面均有争论：理性主义关注道德判断中的理性和推理，而社会直觉主义关注道德判断

中的情感和直觉；理性主义将公正与关怀两种道德原则作为道德的基础，社会直觉主义

确定了 6 种道德直觉为道德的基础；理性主义主张道德判断的过程是理性驾驭情感，社

会直觉主义则认为道德判断是由情感自动驱动的过程。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不仅促进了

理论本身的传播与发展，也形成了一批本土化的研究成果，促进了中国道德教育研究范

式的转型、研究视野的拓宽，并推动了中国道德教育的实践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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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处理个体与群体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运用这些准则对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或事

件做出对错与好坏的评价性判断，即道德判断。“道德判断本质上是一种对个体及群体行

为的评价。”
［1］20

世纪前，在哲学领域主要形成两类关于道德判断的解释框架。一类以康

德（Immanuel Kant）为代表，倾向于将个体看成是理性的，个体的道德判断是在理性思

考中产生的，“任何理性的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运用绝对命令来找出道义上正确的事

情”
［2］

。另一类以休谟（David Hume）为代表，认为：“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情感的奴隶，

并且除了服从情感和为情感服务之外，不能扮演其他角色。”
［3］453

因此，道德判断是由情

感自动引发的。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皮亚杰（Jean Piaget）将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从哲

学领域带入心理学和道德教育领域。“认识论问题都必须从生物学方面来加以考虑。”
［4］

58
因此，皮亚杰重点研究认识发生过程，同时指出道德与认知之间存在平行关系，从游

戏实践和认知的对应发展来说明儿童道德判断的起源和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柯

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沿着皮亚杰的路线提出一套完整的“三水平六阶段”道德

发展理论。他明确指出个体道德发展的核心是运用推理做出独立的道德判断，将道德判

断放在道德发展的核心地位，形成独特的道德判断理论。但是，该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

遭遇诸多挑战。从外部来看，批判者认为
［5］

： 

 

其研究重视道德形式，忽视情绪因素，未能充分揭示道德判断规律；忽视道德情感

与行为，未能系统描述个体道德全貌；忽略文化多样性，反映出有限的道德内容观。 

 



海特（Jonathan Haidt）
［6］

、豪泽（Marc Hauser）
［7］

、皮萨尔（David Pizarro）
［8］

和米

哈伊尔（John Mikhail）
［9］

等学者的研究支持这种批判，其中尤其以海特为代表的社会直

觉主义，动摇了推理与道德判断的因果关系。从内部来看，新柯尔伯格派的代表人物特

里尔（Elliot Turiel）及努奇（LarryP.Nucci）等人在吸收和保留柯尔伯格理论核心观点的

基础上，修正柯尔伯格忽视道德判断内容的做法。他们认为道德判断包含不同的内容，

这些内容又对应不同的判断形式。近年来，格林（Joshua Greene）、穆尔（Jorge Moll）

等对道德判断问题的研究又进一步吸纳认知神经科学与脑科学的新成果，形成新的研究

成果。本文以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为切入点，审视这一争论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影响，以

期丰富和深化中国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一、道德判断机制的演变 

 

20 世纪早期，道德教育领域中占主流的理论是以华生（JohnB.Watson）和斯金纳

（BurrhusF.Skinner）为代表的行为主义，重视道德行为的反复训练。一些研究者不满行

为主义的机械论和还原论观点，逐渐将研究重点从外显的行为转向内部的认知过程。在

这种背景下，皮亚杰把道德与认知联系起来，指出儿童道德判断是一个自主的理性思维

过程，具有明显的顺序性与阶段性，即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皮亚杰通过以下

4 个阶段说明道德判断的过程：前道德阶段/自我中心阶段、他律道德阶段/权威阶段、

初步自律道德阶段/可逆性阶段、公正道德阶段/自律道德阶段
［10］97

。 

（一）理性主义道德判断机制的形成 

在皮亚杰理论的影响下，柯尔伯格进一步指出个体认知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

程，因而道德发展并不仅仅停留在儿童期。他将道德发展的历程从童年期拓展到个体的

一生，按照道德判断的结构构建了个体道德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理论。皮亚杰和柯

尔伯格研究的重点在于道德判断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正如柯尔伯格所说
［10］163

： 

 

相对于其他道德因素（情感、意志），道德判断是相对稳定的。在影响道德行为的因

素中道德判断尽管不是决定道德行为的唯一因素，却是唯一同道德问题密切相关的因素，

是决定道德行为的最根本的因素。 

 

柯尔伯格主张个体出生之后本质上是自我主义者，这一阶段个体往往根据给自己带

来的后果来判断行为，但是，随着个体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原平衡被打破，引起道德

认知的冲突，个体通过同化与顺应的途径来克服这种不平衡状态。在这种平衡—不平衡

—平衡的运动中，个体不断调整与文化、环境的关系，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做出

符合人类普遍价值原则的道德判断。因此，个体道德发展的核心乃是基于道德判断认知



结构的不断改组和改造。在道德情感问题上，两位学者都承认理性和情感是个体心理活

动的基本组成部分。“情感和智力乃是不可分开的，它们构成了人类行为相辅相成的两个

方面。”
［4］78

但是，在总体上，皮亚杰强调个体理性思维成熟是道德成熟的标志，而柯尔

伯格的道德判断阶段均以特定的逻辑运算为基础，情感则是一种需要被激发到道德上的

力量。“情感可以影响道德，但理性最终会做出决定。情感力量参与道德决策，但情感既

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
［10］165

在皮亚杰和柯尔伯格这里，基于推理的道德判断是

理性认知的结果，其理论预设的基本前提是人的理性。个体理性的发展是道德发展的基

础，并限定了个体道德发展所能达到的水平。两位研究者确立了道德判断在个体道德发

展中的核心地位，共同描绘了一幅理性主义道德判断理论的图景。 

（二）道德判断“U 型模式”的修正 

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道德判断理论主要围绕个体道德判断从“他律”向“自律”发

展这样一条主线展开，每个阶段按照不变的顺序发展。但是，后来的一些研究发现，个

体道德判断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并不符合这种单向度的发展顺序，甚至出现道德判断倒退

的现象。这些研究对理性主义的道德判断理论提出严峻挑战，作为柯尔伯格的大弟子，

特里尔开始修正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特里尔认为，个体对社会规范的理解不仅存在柯尔伯格所指出的个体发展的差异，

而且存在领域的差异。
［11］77

如果领域关系不同，个体的道德判断就会出现很多不一致。

为此，他区分道德领域和习俗领域，认为这两个领域的规范是个体在不同的认知框架下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而导致个体对不同领域中社会规范的理解不同。特里尔主张道德

和习俗是社会规则的两种形式，虽然都是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但是，道德和习俗不能

相互替代。道德判断需从个体行为内在特征出发，同时考虑既定的、已成为共识的社会

规则。“习俗是由塑造它们的社会系统决定的社会行为中被一致赞同的行为。”
［11］114

习俗

依赖于规则，会随着社会约定而改变，并且仅在拥有规则的社会系统中起作用。因此，

特里尔认为个体道德判断和习俗判断是平行发展的框架。“道德判断需要心理理解能力，

而习俗判断则与训练和社会化有关。”
［11］114 

其后，特里尔的学生努奇引入一个新的领域——个人领域。“个人领域代表要划定一

个界限，这一界限在个体认为什么是在个人自由裁量权的使用范围内，以及什么要合法

地受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的道德考量来调节之间。”
［12］25

努奇认为个人领域也具有自己的

推理过程，正是由于道德和非道德的社会互动在本质上不同，个体才会以不同的方式来

思考道德、习俗和个人问题。领域分类理论强调个体依据不同的社会互动，建构出不同

的社会认知领域，而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个体对社

会规范理解的领域差异，个体对道德和习俗、个人问题进行判断和推理的心理机制是不

同的。因此，特里尔和努奇将个体道德判断中出现的摇摆、倒退等现象解释为个体对不

同领域规则认知的不平衡。它“完全不同于倒退中的解体或分化，而是迈向新一层级的



能力和复杂化水平的一部分。”
［12］27

由于各种领域的交互影响，他们认为个体道德判断的

发展并不是直线演进，而是呈现来回摇摆的 U 型复杂模式。 

（三）社会直觉主义的批判 

21 世纪以来，理性主义道德判断理论再次受到挑战。休谟曾提出：“道德是来源于

理性还是来源于情感，我们获得道德知识是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和归纳，还是通过直接的

感受和更精致的内在感官？”
［13］

海特重启了休谟的问题
［14］40

： 

 

这些结果支持了休谟，而不是杰弗逊或柏拉图。人们作出道德判断是迅速且情感化

的。道德推理几乎就是事后找理由以证明人们已作出的判断的合理性。 

 

海特开启了道德判断研究的社会直觉主义新视角。他认为，个体的道德来自先天的

道德直觉，而这些直觉“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应对环境的挑战、提高适应性而

逐渐形成的”
［14］140

。但是，人脑中这一先天组织并不是否定文化对道德的影响作用。“自

然造化提供了初稿，但这一先天内建的道德初稿并不意味着不可改变，而是会随着人们

后天经验的积累被修改。”
［14］142

在道德“先天论”和道德“白板说”之外，海特找到第三

条路线。他认为人脑在获取后天的活动经验之前就存在先天的、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直

觉以便于个体应对多种反复出现的挑战，同时先天的道德直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获得

补充和修正。 

海特认同休谟关于“理性只是情感的奴隶”
［3］453

的观点，他提出在道德判断形成过

程中“直觉在先、策略性推理在后”
［14］25

。海特认为，个体有强烈的关于好坏、对错判

断的道德直觉，推理的目的不在于明确个体认知发展水平的程度，只是事后对个体做出

的道德判断寻找合适的理由。“道德判断是由快速的道德直觉引起的，并且（在需要时）

是由缓慢的事后道德推理所遵循的。”
［14］143

在社会直觉理论中，道德判断的基本图景是“直

觉之狗”
［14］48

摇动“理性之尾”
［14］48

，“大象”
［15］10

摇动“骑象人”
［15］10

。海特的研究改变

了在道德判断过程中长期强调道德推理重要性的局面。拿瓦兹（Darcia Narvaez）认为：

“道德直觉理论的确是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性道德判断至上论的有益矫正。”
［16］165 

 

二、理性主义与社会直觉主义的道德判断机制比较 

 

无论是柯尔伯格还是特里尔、努奇，他们的研究都基于一个基本的理论观点，即个

体道德发展的核心是道德判断，这是一种需要高度认知参与的活动。他们尤其强调推理

的作用，主张个体如果获得足够多关于公平的认知，就能够运用理性解决更棘手的道德

问题，进而成为一个道德的人。而海特的理论观点则强调个体道德发展的核心是道德直

觉，道德判断不过是由快速的、自动的道德直觉做出，道德直觉中包含大量情感的因素



促使个体做出道德判断。因此，这两种理论在道德判断的来源、基础、形成过程等众多

方面形成争论。 

（一）道德判断的来源 

理性主义的道德判断理论认为，在道德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体对环境的道德要

求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决策的能力，也就是道德认知能力。推理是认

知的重要活动，道德判断来源于推理的发展。虽然情感也参与道德判断的形成，但起主

导作用的是推理而非情感。努奇指出：“我之所以坚决主张道德发展以认知为核心，意思

在于主动性判断是道德的显著特征。”
［12］176

因此，个体要形成道德行为，需要有相对应的

道德判断，要形成道德判断就必须提高个体的推理能力，当个体有了成熟的道德判断能

力之后，他们就会做出相一致的道德行为。 

社会直觉主义则更关注道德判断中的情感因素，认为道德判断根源于道德直觉，推

理只是用来澄清相关事实和概念的工具。海特说
［14］58

： 

 

道德直觉就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有意识的探索、权衡证据、推导结论等过程的情况下，

突然出现在意识中或意识边缘的关于某人品格与行为的评价性感受。 

 

诱发性道德情景使得道德直觉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自动完成道德判断，因而道德判断

是一个由道德直觉驱动的过程。“道德认知的基本图景是直觉在先，策略性推理在后，人

的推理总是为直觉服务的，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人类日常道德认知。”
［14］25

仅仅依靠理性是

无法改变个体内心想法的，要想改变道德行为，个体需要从情感出发，引发新的道德直

觉，进而改变个体心中自动化及无意识的自我。 

（二）道德判断的基础 

柯尔伯格融合皮亚杰的道德心理学和康德的道德哲学，根据“公正推理”
［10］212

来界

定道德判断的阶段。他认为道德的本质是体现公正的原则，公正是道德的普遍原则。他

通过道德两难故事对被试进行测试，在被试的陈述中区分公正、权利、义务、责任等道

德属性，指出个体的道德判断是建立在普遍公正原则的基础上。柯尔伯格的助手吉利根

（Carol Gilligan）则从女性视角出发，在保留了公正、权利、义务、责任等道德属性的

基础上，认为个体的道德倾向于具有性别的区分，其中男性较倾向于公正取向的道德观，

女性则倾向于关怀取向的道德观。
［17］

因此，她指出公正和关怀都是道德判断的基础。吉

利根并没有跳出柯尔伯格的理性主义范式，她将关怀道德的发展分为 3 个阶段，其按照

认知成熟的阶段顺序发展。 

在海特看来，个体之所以能在诱发情境下产生评价性的道德判断，是因为其具有一

定的心理基础。“道德信念和动机来源于一组直觉，进化为它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

直觉使关于德行和价值的社会建构成为可能，也对其进行约束。”
［18］832

海特基于 5 项标准



和大规模的跨文化道德感测试，确定了 6 组基本的道德直觉——伤害/关爱、公平/互惠、

权威/尊敬、纯洁/圣洁、内群体/忠诚、自由/压迫。“这 6 种道德直觉是人类在长期的进

化过程中为应对环境的挑战、提高适应性而逐渐形成的。”
［18］832

海特认为进化使个体普遍

具有基本的道德直觉，现实中多样的道德，大都是在这 6 类道德直觉基础上与社会文化

交互的产物。因此，每个人遵循信奉的道德原则并不是普遍的，也不是按照特定的顺序

发展，个体形成的道德判断具有先天和文化的差异。 

（三）道德判断的过程 

理性主义道德判断理论认为，个体的道德判断产生自理性的推理，并伴随着个体认

知水平的发展而发展。为此，柯尔伯格形成个体道德判断的发展理论。他认为，处于“前

习俗”水平的个体所做的道德判断具有明确的个人化视角，将规则作为完全对或错的范

畴来表达，这一阶段个体的道德判断主要建立在“避免惩罚”
［10］174

基础上。处于“习俗”

水平的个体，开始展现公正观念的想法，这一阶段的道德判断建立在“关心社会赞许”
［10］

164
、“关心对人、团体和权威的忠诚”

［10］168
、“关心他人和社会的福利”

［10］168
的基础上。

在他们看来，社会文化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就是道德的。进入“后习俗”水平阶段，

个体的道德判断建立在“社会契约”和“普遍原则”基础上。
［10］176

在“三水平六阶段”

理论中，推理能力和角色扮演推动个体道德发展。柯尔伯格认为，随着个体认知能力的

提高，他们发展了推理的能力和“扮演角色”的能力，这些能力使个体开始具有公正观

念，并逐步学会遵守社会成员共同制定的契约，成为道德的人。 

社会直觉主义则认为个体受到道德诱发情境的刺激就会立即产生评价性的直觉，这

一直觉随即转化为有意识的道德判断。因此，个体具有基本的道德直觉，快速、自动的

情感加工是道德判断的主要依据。海特指出，个体直觉式地做出道德判断后，可能会对

自己的道德判断加以论证，为已发生的道德判断构建事后的理由，所以这种道德推理是

事后追加的，具有有限性、事后性和偏倚性。在此基础上，海特提出道德判断的 6 个环

节：直觉判断环节、事后追加的推理环节、说理性的说服环节、社会说服环节、推理性

的判断环节和个人的反思环节。海特认为，道德直觉有先天的基础，但是，在发展过程

中会被特定的文化环境塑造，并受他人道德推理及社会说服环节的影响。正如海特所言
［18］

820
： 

 

社会直觉主义模式的要点，是将道德判断研究的焦点从个体思维上拉出来，扩展到

社会世界。在社会世界中，随着人们说长道短、互相争论和讲理，道德判断产生和变化。 

 

但是，反对者指出，海特关于道德判断基于直觉的论证，只是就简单或单次的判断

而言。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在单次判断中发挥作用的道德直觉受到之前道

德推理的影响，因而包含理性的成分。
［16］166－167

正如拿瓦兹所言
［16］171

： 



 

道德直觉理论似乎经常依赖来自凭感官而不靠仪表（驾驶）的新手的直觉数据。这

种直觉是驾驶新手表现出来的典型直觉，是快速的、事前反映的、前期的直觉。 

 

这种批判是中肯的，道德直觉主义理论关注的是道德判断的初期形成阶段，并没有

系统研究道德判断的整个阶段，也没有对道德判断及其随后经验提升的过程给予足够研

究。 

早期道德判断理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道德判断究竟是一个由认知控制的推理加

工过程，还是一个由情感启动的自动直觉过程？格林尝试调和二者的冲突。2004 年，他

通过功能型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发现个体脑区中有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情感系统和认

知系统，进而提出“双加工理论”
［19］

。该理论强调道德判断过程同时存在情感加工和认

知加工，且情感加工和认知加工是竞争关系。当情感加工战胜认知加工时，个体就会作

出道义主义倾向的判断；当认知加工战胜情感加工时，就会作出功利主义倾向的判断。

2005 年，穆尔等利用功能型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对道德判断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也支持在

神经活动模式中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存在联系，但是，他主张不能把认知因素和情感因

素划分为单独的成分，相反，道德判断中认知加工和情感加工是相互融合的关系。
［20］

在

新的研究证据面前，当代理性主义也不再强调理性是道德判断的唯一来源，而试图接受

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后柯尔伯格主义的代表肯内特（Jeanette Kennett）提出了“极

小意义的理性主义”
［21］25

。他认为：“道德判断是关于理由的判断，情感可以伴随道德判

断而产生，同时也可以引发道德判断。”
［21］251

而嘉伦斯基（Bertram Gawronski）等学者讨

论了快乐、悲伤和愤怒等即时情感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22］

 

近年来，两种理论争论的核心逐渐转移到以下论题上：是认知因素还是情感因素构

成道德判断的必要性。尼科尔斯（Shaun Nichols）
［23］

、普林茨（Jesse Prinz）
［24］29－43

等通

过对心理变态者（psychopathy）的研究来支持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心理

变态者拥有关于道德规则的知识，但是，缺乏相关的情感反应，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辩

护模式，而且妨碍其对道德规则严肃性的感知。“道德判断是包含着情感状态的心理状态，

而且一个判断如果缺乏情感状态的话就没有资格被称为道德判断。”
［24］42

然而，反对者也

通过实验寻找经验的支持，发现心理变态者虽然有明显的情感缺陷，但是，他们道德判

断能力并没有受到太大损害，因而情感对于道德判断来说并不一定是必要的。
［25］

当代道

德判断中认知因素与情感因素的关系依然处在争论中。 

 

三、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影响 

 

道德判断理论自 20 世纪 30 年代快速传播发展以来，在道德心理学、道德哲学以及



道德教育等领域成为影响深远的理论之一。道德判断理论的不断争论和修正，不仅推动

了道德理论和道德教育理论在全球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对中国道德教育的理论成像和实

践样态产生了影响。 

（一）引发中国道德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 

探讨个体的道德判断如何形成，皮亚杰之前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哲学范式。皮亚杰

将哲学的争论带入实证研究的范式。“我把康德的知性范畴拿来重新考察了一番，于是形

成了一门学科——发生认识论。”
［26］

在发生认识论的指导下，皮亚杰系统探寻知性范畴

的实质和发生根源。在此基础上，用对偶故事法探索道德判断的规律。其后柯尔伯格进

一步编制道德两难故事，用以测量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有人指出：“柯尔伯格的道德发

展心理学也可以视作是检验康德的《伦理形而上学奠基》的‘试金石’。”
［27］

从皮亚杰到

柯尔伯格，道德上的“应该”开始以实证研究中所揭示的“是”为依据。 

道德判断不仅仅是理性认知和慎思式推理的对象，更是一个具有可观察与可测量特

征的对象。理性主义和社会直觉主义都借助实证的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道德判断研

究逐渐通过客观性的描述范式来探究道德判断与推理、情感等变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柯尔伯格的学生雷士特（James Rest）在两难故事法的基础上，

编制了确定问题测验（Defining Issues Test）。确定问题测验在道德判断测量上，修正柯

尔伯格道德判断访谈法的弊病，以简短句子为测量工具，提高了道德测量的可行性和科

学性。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雷士特团队推出了第二版的确定问题测验。这种简便易用、

信效度良好的测量法，很快成为道德判断领域最广泛的测评工具。张倩和杨韶刚总结道：

在随后的 20 年里，该测验涉及了 50 万被试，产生了 400 多项公开发表和更多未公开发

表的研究成果。
［28］

 

1978 年，林德（Georg Lind）采用实验问卷法编制了道德判断测验（Moral Judgment 

Test），该测验不仅可以对道德认知进行测验，也可以对道德情感进行测验。1980 年，特

里尔在领域分类的基础上编制完成道德－习俗违规任务测试（Moral Conventional 

Transgressions Task）问卷，旨在检测被试是否能够对违背道德规则的行为和违背习俗规

则的行为做出不同的判断。在其后的几十年间，许多国家对确定问题测验、道德判断测

验和道德－习俗违规任务测试进行了跨文化的修订和本土化的应用。这些调查研究为进

一步揭示道德判断的本质提供了多维的证据。道德判断理论争论中研究方法的转换为中

国道德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提供了基础。 

中国研究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道德判断进行本土化的测验。王新玲
［29］

、陈欣

银
［30］

等对确定问题测验进行了应用研究，顾海根和李伯黍
［31］

编制了青少年道德判断能

力测验，并在上海等地对青少年的道德判断能力进行本土化的测验。进入 21 世纪，更多

的研究者对中文版的确定问题测验、道德－习俗违规任务测试进行效度验证、修订指标，

使之成为中国测量个体道德判断力使用最广泛的测量工具。此外，国内学者开始开发、



编制独立的道德情感测量表。早期国内道德情感的测量大多局限于道德情感的某一方面，

如移情、自尊心、羞耻感、同情心、责任感或厌恶、愤怒、宽恕等，后来更多从整体上

进行测量，多以儿童、青少年、大学生、教师等为研究对象。测量形式从简单的道德陈

述到复杂难题情境，从道德内容图片到道德陈述句子，从外显的道德任务到内隐的道德

任务，国内研究者开发出多样性的测量方法和评估范式来检测道德判断的来源和过程，

提升了道德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也为道德教育实践提供了一套测定效果的专门技术。

特别是近年来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以及神经生物学的快速发展，核磁共振和功能型核

磁共振成像等技术在道德判断研究中的快速引入与拓展，为道德判断研究提供数据化、

客观化、可证伪的论据。思辨、访谈、问卷、测量、实验和认知神经科学方法范式的转

向不但能够对现有的道德判断提供多重的验证，且能够带来更广阔的反思平衡，为推动

中国道德教育发展提供多元化的研究范式。 

（二）拓宽中国道德教育的研究视野 

中国教育学界从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就开始把皮亚杰的理论应用到教育中。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道德心理学、道德教育领域对皮亚杰、柯尔伯格的研究迅速增多。一

方面相继翻译出版了皮亚杰、柯尔伯格以及新柯尔伯格派的多部作品；另一方面，吴福

元
［32］

、黄佳芬和李伯黍
［33］

、岑国桢
［34］

等研究者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专门在道德教

育领域中探究皮亚杰的相关理论，其后冯增俊
［35］

、郭本禹
［36］

、杨韶刚
［37］

、吴俊与陈进

华
［38］

等研究者专门研讨柯尔伯格的道德理论，形成一批道德判断研究的本土成果。近

年来，郭本禹
［39］

、杨韶刚
［40］

、檀传宝
［41］

等研究者持续跟进新柯尔伯格时期道德判断理

论的新进展。从皮亚杰、柯尔伯格到新柯尔伯格派，都是在推理—认知—理性这样的视

野中讨论道德判断的形成，关注的重点是道德判断过程中的推理，强调道德判断是从认

知的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发展过程。同时，国内的研究者认为个体对道德的判断、推

理与对政治的判断、推理是一致的，都源自更为基本的认知判断，因而把以政治的观点

和立场为核心的公民教育纳入道德教育的范畴之内，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

同为德育任务的大德育视野。 

伴随着社会直觉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道德判断中的情感因素逐渐受到国内研究

者的关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戚万学
［42］

、江万秀
［43］

等研究者开始将研究主题聚焦

于道德情感，卢家楣则从情感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以情优教”
［44］

的教学理念。这

一理念将学生情感的发展纳入各科教学目标之中，“改进教学的各个环节，优化教学效果”

［45］
。此外，一些研究者则开展具体的道德情感研究。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从家庭、学

校、社会的角度以及各个学段学生、留守儿童、职业群体的角度来探讨道德情感的培养。

在研究内容方面，主要涉及依恋感、秩序感、敬畏感、幸福感、羞愧感等研究。其中，

高德胜近年集中探讨道德勇气
［46］

、道德自豪
［47］

、愧疚
［48］

、道德愤怒
［49］

等道德情感的

激发机制和德育意义；另一些研究者则尝试建构道德情感的内部逻辑结构，形成爱国主



义情感、义务感、良心、荣誉感、幸福感五范畴说和责任感、羞耻心、同情心、自尊心

四范畴说。 

在早期的研究中，道德判断的过程要么是由推理驱动的，要么是基于情感的直觉反

应驱动的。这两种理论从各自的前提出发对其理论进行合乎逻辑的建构。伴随着两种理

论不断的争论，道德判断中情感和理性的对抗性关系逐渐被淡化，研究者开始更精细地

讨论情感与理性在道德判断中的复杂重叠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朱小蔓率先提出情感

德育论，她说
［50］

： 

 

道德情感教育是以感受体验为基础，以情感态度的养成为表征，以情感与认知相互

影响，彼此促进为发展过程，以培养情感性道德人格为目标。 

 

道德判断的理性因素与情感因素逐步整合，并进一步应用到具体的教育情境，形成

新的道德教育模型———情知教学模式、情境教育模式、愉快教育模式和赏识教育模式

等。另一些研究者则积极开展对道德判断的本质、特点、结构和功能的探讨，探讨道德

情感与道德认知、道德意志、道德责任以及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阐述道德判

断自身的培育系统。 

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不仅推动中国形成一批本土化的道德教育研究，拓宽中国道

德教育的研究视野，而且随着争论的深入发展，吉利根、特里尔、努奇以及格林等人的

研究也相继被国人重视。关怀取向的道德理论与诺丁斯（Nel Noddings）的关怀理论在中

国融合传播，使得中国道德教育关注道德教育的关系性。黄向阳、檀传宝等则借助领域

分类理论尝试区分道德、习俗、心理问题的不同，寻求道德教育的边界，解决道德教育

概念的泛化以及道德教育领域无限扩充带来的悖论等问题。同时，认知科学的实验研究

不仅在情感与理性之争中带来新的中心主题
［51］

，也引发义务论与功利主义
［52］

新争辩。 

（三）推动中国道德教育的实践变革 

在个体道德发展中，成熟的道德判断具有重要地位。促进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

成为道德教育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理性主义的道德判断理论对学校道德教育提出新的

教育目的，为中国道德教育实践改革提供理论基础。理性主义主张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在

学生原有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成熟的道德判断并付之行动的能力，最终促进学生的

道德向更高水平发展。为此，柯尔伯格专门制定道德讨论策略和公正团体策略对学校进

行道德教育干预。科尔伯格的理论和方法也成为制定学校道德教育规划的依据，以及作

为各级学校道德教育教材的指南。在理性主义道德判断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中国教育

界形成以专门的道德教育课程为中心、道德教育与学科教学相结合的模式，以道德教育

与各类教育活动为两翼，把道德教育贯穿整个教育教学过程。在道德教育的方式上，则

形成以小组讨论、角色扮演、观察和参与、教学指导等教学方法。这些变革有力地改善



了反复训练、刻板灌输、强制学生去服从各种道德规范的传统道德教育模式。 

理性主义的批判者则看到对道德知识的强调、对道德推理能力的训练使得道德教育

走向唯知识化的歧路。忽视情感、直觉、信念、意愿、灵感、意志等因素在个体道德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会导致无情化的道德教育。同时，学校道德教育课程的专业化、学科

化的程度越高，道德教育知识化、抽象化、形式化就越严重，道德教育就越脱离学生的

生活世界。面对新问题，道德判断理论也在不断的争论中寻找突破的路径，推动中国道

德教育实践不断变革。2021 年 11 月 30 日，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标准（2021 年本）》，在改革创新对应的三级指标中强调
［53］

： 

 

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

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

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积极探索教学

方法改革、优化教学手段，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

性。 

 

道德判断理论新成果中所倡导的尊重、主体、自主、生活世界、道德冲突情境、建

构、生成探究、合作、协作、交往和对话等新理念在中国道德教育实践中不断落实，榜

样示范法、对话交流法、实践养成法、情感体验法等教育方法逐渐成为道德教育实践中

的主流方法。 

在长期的争论过程中，道德判断理论取得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不仅丰富了道德

心理学和道德教育的研究主题，也重新激起研究者对“何为道德的人”这一问题的持续

兴趣。柯尔伯格认为理性是个体道德成熟的显著标志。特里尔和努奇认为道德的人是个

“好人”，但是，不能只有道德维度的“好”，还须符合习俗规则意义上的“好”和个人

领域中的“好”。海特则认为道德人不是纯理性、冷冰冰、缺乏情感的人。当代神经科学

的研究支持道德人的理性与情感特质交相融合，但是，难以判定两者具体的互动关系。

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道德人，道德判断理论为理解道德人提供了一套复杂的解释方式，

面对道德判断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素，未来道德判断理论将更精细地表述理性因素

与情感因素在道德判断中的关系，成为内涵更丰富的多元系统加工模型，这将为理清道

德教育的目的提供事实依据。道德教育的目的层次分明，要素之间的关系清晰，是解决

道德教育实践实效性不高问题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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